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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型产业政策与企业生产率1 

林毅夫2，向为3，余淼杰4， 

摘 要 使用 2000-2005 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数据，本

文发现，平均而言，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积极影响。经济开发区内

企业的“生产率溢价”并非由政府挑选高生产率企业所致。经济开发区主要通过提供更好的

政策环境（更低税收）提升企业生产率。基于企业生产率视角，经济开发区内的集聚效应

并不明显。此外，我们还发现经济开发区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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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based Industrial Policy and Firm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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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Chinese firm-level data from 2000 to 2005 and the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of the 

state-level special economic zones, we find that in general, SEZs do improve firm TFP. The results 

survive a rich set of econometric specifications. Implementing the placebo test, we demonstrate 

that the TFP premium of SEZ firms is not due to the "winner-picking" effect. The surge of TFP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better policy environment (lower taxes) in the SEZs. In addition, we find 

that agglomeration effect on the TFP of SEZ firms is insignificant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Furthermore, we provide some evidence to show that SEZs do not generate "beggar-thy-neighbor"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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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企业生产率迅猛提升，经济增速耀眼。有研究得出产业

政策促进企业优异表现，提振中国经济（Wei，1993； Wang，2013；Aghion et al.，

2015；Alder et al.，2016）。众多产业政策中，经济开发区作为一种典型的区域产业政

策，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诸如深圳特区与浦东新区等经济开发区

在过去三十年极大推动地方经济增长（Alder et al.，2016）。然而，经济开发区的反对者

指出，这一产业政策可能造成开发区内资源与经济活动集中，开发区外资源缺失，从而使

得开发区外经济活动与表现遭受负面影响，催生“以邻为壑”效应。换言之，在给定地域

内，经济开发区对开发区内经济影响积极，对开发区外经济活动造成消极影响。因此，经

济开发区对于地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究竟更积极，抑或更消极成为一个有待实证检验的

问题。与以往文献关注地区宏观加总变量不同，本文基于企业生产率视角，研究国家级经

济开发区与企业生产率的关联，为理解经济开发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做出贡献。通过估计

经济开发区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本文亦为国内空前激烈的产业政策辩论提供新证据。 

经济开发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在交通便利之处设立的一片区域，

在经济开发区内，政策环境与行政手段与其它区域不同。早期中国缺乏生产经营和管理经

验，设立经济开发区，一方面吸引国外投资，一方面引入先进管理制度。经济开发区内企

业享受多重优惠政策，主要包括税收政策，土地使用优惠和私有产权保护等等。其中，最

直接的莫过于税收优惠政策。在经济开发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最初两年享受税收豁免，

此后三年所得税率仅为 7.5%，之后享受 15%企业所得税率。与此同时，经济开发区外外资

企业所得税率为 33%，国有企业税率更是高达 55%。若以行政级别划分，中国经济开发区

包含国家级和省级两类。余淼杰等（2017）指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和省级经济开发区差



3 

 

别显著。首先，对部分省级开发区，区内外政策无明显差异，且区内企业稀少。其次，国

家级经济开发区适用优惠政策相似，不同省级经济开发区之间政策参差。Alder et al.(2016)

发现省级经济开发区对地方经济发展几无影响。由于省级经济开发区间可比性较低，质量

差异较大，因此本文以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作为区域产业政策的抓手，研究其对企业生产表

现的影响。 

使用 2000-200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地理信息，本文

识别企业是否位于经济开发区中，并估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估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传

统方法是计算“索洛残差”，然而这一估计存在同步偏误与选择偏误。为解决这一问题，我

们遵循 Brandt et al.（2012）和 Yu（2015）的做法，使用扩展的 Olley and Pakes （1996）

（OP）方法估计企业生产率。然而，使用扩展的 OP 方法估计企业生产率也有其局限性。

该估计方法假设资本投入比劳动投入对于生产率冲击的影响更敏感，但这与中国的实际情

形不符（Yu，2015）。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使用系统 GMM（System GMM）方法

（Blundell and Bond, 1998）和 Levinsohn and Petrin (2003)（LP）方法估计企业生产率，

并以此作为可供替代 OP 生产率的被解释变量。在使用系统 GMM估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时，我们控制企业税金以克服由于经济开发区内外税收不同造成的企业生产率估算结果差

异。Fernandes（2007）指出，系统 GMM所估计的企业生产率除解决了同步偏误与选择

偏误外，还可以克服企业生产率估计过程中的序列相关性问题，我们以此作为实证研究的

主要被解释变量。最后，我们使用扩展的 OP方法和 LP 方法所估计的企业生产率进行稳健

性检验。 

为估计经济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在控制一系列企业特征与时变异质性后，我

们将企业生产率对经济开发区哑变量（企业位于经济开发区内则哑变量取值为 1）回归。

由于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设立既属于产业政策又属于区域政策，为区分其它产业政策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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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政策与经济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我们控制行业-年份5固定效应与城市-年份固定

效应，从而排除其它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的干扰。我们发现，平均而言，国家级经济开发

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提升作用。我们对企业进入经济开发区前的年份施加“伪冲击”

以进行安慰剂检验,以排除经开区企业“生产率溢价”是政府主动挑选高生产率企业所致。进

一步分析，我们发现，经济开发区主要通过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更低税收）提升企业生

产率。 

有研究指出，设立经济开发区的一个目的是催生企业集聚效应（Kline and Moretti, 

2013）。然而，Martin et al.(2011)考察法国企业并指出，若企业间可形成集聚效应，那么

企业会自发形成集群，在人为形成的集群中则未必会存集聚效应。本文实证结果表明，从

企业生产率的视角出发，经济开发区内的集聚效应在统计与数值意义上均不显著，这与

Martin et al.(2011)的发现一致。6溢出效应是经济开发区研究的重点，既有文献表明经济开

发区的设立可能产生“以邻为壑”效应，也即对经济开发区的周边企业产生消极影响

（Neumark and Simpson, 2015），也可能对周边地区无影响（Neumark and Kolko, 

2010）。本文实证结果发现经济开发区对周边企业生产率有积极作用，也即经济开发区存

在正向溢出效应，这与 Alder et al.(2016)的发现一致。 

由于经济开发区的选址与设立可能存在一定内生性问题，比如国家级经济开发区通常

设立在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率先兴起于沿海城市，这些地区的企业生产效率可能本就高

于其它地区企业。这一内生性问题是既有文献中悬而未决的一大挑战。文献通常的处理方

法是选取内陆地区子样本进行回归，检验实证结果稳健性（Wang，2013；Alder et al.，

2016）。Lu et al.（2015）试图采用断点回归解决内生性问题，然而这使得其研究只能考察

经济开发区边界附近的企业。本文另辟蹊径，使用经济开发区内（以及地级市或直辖市行

                             
5
 行业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CIC）4 位码行业。 
6
 王永进和张国峰（2016）发现集聚效应只在经济开发区成立初期显现，在后期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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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内经济开发区外）企业到高速公路的对数距离倒数的最小值作为经济开发区哑变量的

工具变量，以解决内生性问题。选择该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在于，政府通常选择在交通基础

设施附近建立经济开发区，而企业所在区域到高速公路的对数距离倒数的最小值对该区域

内企业生产率没有系统影响。 

本文与区域产业政策的宏观与微观影响这一类研究相关但又有区别。首先，既往文献

大多关注区域产业政策对地区经济宏观指标的影响。选取地区宏观指标作为研究对象，常

常引入加总偏误。与以往研究聚焦地区加总层面变量不同，本文聚焦企业生产率，使用微

观数据避免引入加总偏误。着眼于企业，还可以更为细致地检验政策对微观决策单元的影

响。已有研究发现经济开发区对地区层面就业率，投资，企业市场进入和工资等存在积极

影响（Criscuolo et al. 2012；Busso et al. 2013；Kline and Moretti，2013；Martin et al. 

2011）。然而，由于政策对实施地区的积极影响被政策对周边区域的“以邻为壑”效应冲

消，区域产业政策对于加总层面生产率的影响众说纷纭。本文使用微观数据，更为直接地

研究区域产业政策是否对企业生产率存在影响以及影响机制。此外，有研究发现经济开发

区对周边地区存在溢出效应（Criscuolo et al. 2012；Neumark and Kolko，2010； Martinet 

al. 2011；Kline and Moretti，2013; Greenstone et al.，2012；Briant et al., 2015；Devereux 

et al. 2007）。同样地，与这些着眼于宏观加总变量的文献不同，本研究从企业生产率视角

出发，探究经济开发区对周边微观个体的溢出效应。本研究还与对中国经济开发区评估的

研究相关（Wei，1993; Head and Ries，1996；Cheng and Kwan，2000；Demurger et 

al.，2002；Jones et al. 2003；Wang，2013；Lu et al., 2015），相关文献同样大多考察中

国经济开发区对宏观变量的影响。7 

综上所述，本文贡献有三。第一，本文是国内第一篇使用微观数据与严格计量方法探

                             
7
 余淼杰等（2017）是一个例外。然而，研究只着眼于出口企业，结论有失一般性。此外，研究也没有探

讨经济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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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区域产业政策对企业生产率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的论文。基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本

研究丰富细化对于区域产业政策效应的理解。第二，着眼于企业这一微观决策单元的表

现，本文为评估中国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效果提供全新思路。最后，本文对解决关于经济开

发区实证研究中历来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做出一定贡献。 

本文后续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研究所使用数据，第三部分描述实证策略并报告实

证结果，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二、数据 

本文采用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06 年版）》

两套数据。 

（一）企业层面数据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为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本文所用样本时间跨度为

2000 年至 2005年。该数据库包含我国所有国有企业和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500 万元的非

国有工业企业的年度信息，涵盖 29 个国民经济行业分类8制造业行业。该数据包括企业财

务报表，企业所有制，销售，邮编和地址等详细信息。 

由于存在企业数据误报情况，使用该数据库估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进行实证研究前

需清理异常值。依照 Cai and Liu（2009）和 Yu（2015），我们根据以下原则清理数据。首

先，我们删去缺失关键变量（出口交货值，从业人数，企业投资和所在省份）的数据。其

次，我们按照 Brandt et al.（2012）的做法，将员工数小于 8 的企业从数据库中剔除。依照

Feenstra et al.（2014），我们遵循一般公认会计原则（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剔除出现以下情况的样本：流动资产大于总资产；固定总资产大于总资产；

                             
8
 CIC2 位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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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净值大于总资产；企业编号缺失；或企业建立时间无效（如开业月份早于 1 月或

晚于 12 月）。 

（二）经济开发区数据 

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数据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和建设部联合发布的

《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06 年版）》。该数据记录官方认可的国家级开发区信息，

其中包括开发区名称，类型，批准机关，批准时间以及核准面积等信息。这一公告目录是

关于中国开发区的权威官方文件，既往相关研究大多以此作为重要数据来源。9 

由于本文重点关注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因此我们使用公告目录

计算 2000-2005年，各个地级市和直辖市的行政区内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数量。此外，为

匹配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我们还搜集整理开发区邮

政编码，地址以及开发区所在地级市或直辖市行政区的身份证号前六位等信息。 

（三）开发区企业识别 

为计算 2000-2005 年期间，企业所在城市的国家级开发区数量，并识别企业是否位于

经济开发区内，我们使用企业所在地身份证号前四位码与企业所在地级市匹配，对于位于

直辖市的企业，使用身份证号前六位码确定企业所在行政区。部分开发区面积较大，对应

多个邮政编码，若企业的邮政编码与其中一个邮政编码对应，则我们认为该企业位于开发

区内。由此，我们用身份证号信息确定企业所在地级市或直辖市行政区内国家级经济开发

区的数量，用邮政编码识别企业是否位于经济开发区内。 

（四）关键变量 

 关键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1。 

                             
9
 如 Wang(2013)。 



8 

 

1.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遵循文献标准做法，我们使用扩展的 Olley and Pakes（1996）方法估计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Amiti and Konings,2007；Yu，2015）。传统方法使用“索洛残差”估计全要素生产

率，然而使用这一方法估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引入“选择偏误”与“同步偏误”。低生产率企

业在竞争中被市场淘汰，唯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继续经营生产，因此用于计算“索洛残差”

的样本不具有随机性，从而使得企业生产率估计有偏。此外，当面临可见的生产率冲击

时，企业会相应调整投入决策，并决定产出水平，因此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投入决

策存在反向因果影响，故而使用索罗残差估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无法避免同步偏误。为解

决这些问题，Olley and Pakes(1996)提出一种半参估计方法，后续研究在此方法基础上做出

修正和扩展以估计不同条件下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De Loecker, 2011, 2013； De Loecker 

et al., 2016）。我们使用 Yu(2015)提供的适用于中国企业扩展的 OP方法，计算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首先，考虑到同一行业中加工与非加工企业的技术选择可能不同，我们在估计生

产率过程中对两种企业加以区分。其次，为剔除价格因素对生产率估计的影响，我们遵循

既往文献的做法，采用行业层面出厂价格计算企业产量水平。第三，2003 年中国加入

WTO这一事件对企业而言是重要冲击，由于研究所用样本时期为 2000-2005年，因此，

我们在企业投资决策方程中加入 WTO 哑变量。最后，我们根据永续盘存法计算企业固定

资产与固定资产投资，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实际折旧额而非主观设定折旧率作为企业固

定资产折旧。 

扩展的 OP方法有效解决了传统“索洛残差法”存在的两种偏误。然而，这一方法假设

资本投入比劳动投入对于生产率冲击的影响更敏感，与中国的实际情形不符。由于中国是

劳动力丰富型国家，企业面对生产冲击更可能调整期劳动投入而非资本投入（Yu，

2015）。为了刻画其它投入要素的动态变化，我们使用 Blundell and Bond（1998）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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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GMM（system GMM）方法估计企业生产率。该方法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受当期和过去

投入的影响，劳动力和中间品与资本投入一样都是内生决定，因此能避免生产率估计过程

中的序列相关问题。由于用系统 GMM方法除能解决“同步偏误”和“选择偏误”问题外，还可

避免生产率估计过程中的序列相关问题，我们以这一估计方法估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

为主要被解释变量。此外，在使用系统 GMM估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时，我们控制企业税

金以克服由于经济开发区内外税收不同造成的企业生产率估算结果差异。同时，我们以使

用扩展的 OP 方法和 LP 方法所估算的企业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2. 企业是否位于经济开发区 

我们通过匹配企业邮政编码和开发区的邮政编码识别企业是否位于经济开发区内。具

体而言，企业在经济开发区内为一哑变量（下称经济开发区哑变量），若企业位于经济开

发区内，则哑变量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3. 企业税金 

为探究经济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我们考察经济开发区内外企业所面临的

政策环境。我们使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提供的企业税金数据，度量企业所面临的

政策环境。结合企业是否位于经济开发区内，我们检验企业所面临的政策环境对企业生产

率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使用企业税金加 1 的自然对数作为回归变量。 

4. 经济开发区内企业数量 

为检验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内是否存在集聚效应，我们计算经济开发区内企业数量，并

考察经济开发区内企业数量是否对企业生产率存在影响以及存在何种影响。 

5. 企业周边经济开发区数量 

本文还研究经济开发区对区外企业是否存在溢出效应。为此，我们根据《中国开发区

审核公告目录（2006版）》提供的信息，通过匹配企业所在地与企业所在地级市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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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位码，获得地级市所拥有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数量。对于位于直辖市行政区的企

业，通过匹配其所在地与直辖市行政区身份证前六位码，获得行政区内国家级经济开发区

的总数。若企业不在经济开发区中，企业周边经济开发区的数量等于其所在地级市或直辖

市行政区内经济开发区的数量。若企业位于经济开发区内，则其周边经济开发区数量为其

所在地级市或直辖市行政区内经济开发区总数减 1。通过研究企业生产率与企业周边经济

开发区数量的关系，我们可以了解经济开发区是否存在以及存在何种溢出效应。 

6. 其它控制变量 

Yu(2015)指出，纯出口企业和纯内销企业采用不同技术，企业规模和所有制也对企业

技术选择存在影响。因此，研究主要涉及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是否为纯出口企业哑变量，

企业是否为纯内销企业哑变量，企业规模（用企业销售额度量），企业是否为国有企业哑

变量和企业是否为外商投资企业哑变量。 

7．工具变量 

我们根据 Liu, Sheng and Yu (2017)的做法，计算企业到距离其最近高速公路距离对数

的倒数，以经济开发区内（以及地级市或直辖市行政区内经济开发区外）企业到高速公路

的对数距离倒数的最小值作为经济开发区哑变量的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 

表 1 描述性统计 

  2000   2001   2002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ln 企业生产率（GMM） 25,159 -0.112 0.282  24,884 -0.104 0.272  32,116 -0.0982 0.268 

经开区内（是=1） 25,159 0.0768 0.266  24,884 0.0795 0.271  32,116 0.0756 0.264 

经开区内企业数量 25,159 1.408 7.057  24,884 1.397 7.314  32,116 1.603 8.726 

企业周围经开区数量 25,159 1.448 1.857  24,884 1.481 1.875  32,116 1.535 1.94 

1/ln 企业距高速公路距离 24,172 -2.389 1.441  24,150 -2.486 1.468  31,474 -2.369 1.478 

ln（1+企业税金） 25,142 2.260 2.380   24,870 2.424 2.330   32,099 2.368 2.300 

 2003  2004  2005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ln 企业生产率（GMM） 65,752 -0.089 0.345  72,503 -0.0579 0.346  128,628 -0.0122 0.34 

经开区内（是=1） 65,752 0.0783 0.269  72,503 0.0845 0.278  128,628 0.0823 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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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区内企业数量 65,752 3.518 17.86  72,503 4.271 21.36  128,628 5.867 28.83 

企业周围经开区数量 65,752 1.654 2.038  72,503 1.791 2.242  128,628 2.124 2.702 

1/ln 企业距高速公路距离 64,122 -2.361 1.501  72,015 -2.237 1.477  127,846 -1.826 1.38 

ln（1+企业税金） 65,739 2.387 2.279   72,646 2.758 2.171   128,605 2.618 2.216 

数据来源：使用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 2000-2005 年与《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

目录（2006年版）》，经过作者计算得到。 

三、实证模型与估计结果 

本节首先考察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的平均影响，其次探究国家级经济开发

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最后检验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是否存在溢出效应。 

（一）基准回归 

为研究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我们设定如下基准回归方程： 

𝑙𝑛𝑇𝐹𝑃𝑖𝑗𝑐𝑡 = 𝛼 + 𝛽 × 𝑆𝐸𝑍𝑖𝑡 + 𝑋𝑖𝑡𝜃 + 𝜏𝑖 + 𝜆𝑡 + 𝛾𝑗𝑡 + 𝜙𝑐𝑡 + 𝜖𝑖𝑡 , 

其中，𝑇𝐹𝑃𝑖𝑗𝑐𝑡表示位于城市 c属于行业 j的企业 i在 t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𝑆𝐸𝑍𝑖𝑡表示企业 i

在 t 年是否位于经济开发区内哑变量（经济开发区哑变量），若企业位于经济开发区内，

则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𝜏𝑖代表企业固定效应；𝜆𝑡代表年份固定效应；𝑋𝑖𝑡表示一系列控

制表变量,包括企业是否为纯出口企业哑变量，企业是否为纯内销企业哑变量，企业规模，

企业是否为外商投资企业哑变量，企业是否为国有企业哑变量等；𝜖𝑖𝑡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的随机误差项。 

 由于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既属于产业政策，也属于区域政策，为了避免遗漏变量偏误，

区分同类产业和区域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我们还控制了行业-年份固定效应𝛾𝑗𝑡和城市

-年份固定效应𝜙𝑐𝑡。 

 基准回归方程的结果在表 2 中报告。表 2 中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10。第

                             
10 若无特殊说明，回归中的企业生产率指使用系统 GMM 方法所估计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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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中，我们直接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开发区哑变量做回归，结果表明，国家级

经济开发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显著影响。第（2）列中，为排除随时间变化的产

业政策和地方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我们进一步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城市固定效应，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和城市-年份固定效应，正向影响依然存在且显著。Yu（2015）指出，

纯出口和纯内销企业可能采取不同的生产技术，因此，在第（3）列中，我们控制纯出口企

业哑变量和纯内销企业哑变量，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的正向显著影响依

然稳健。若回归中遗漏企业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估计结果将出现偏误，因此在第

（4）至（7）列中我们进一步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表 2 基准回归 

因变量：企业生产率 

简单最小二乘   双向固定效应 

(1) (2) (3)   (4) (5) (6)  (7) 

经开区内（是=1） 0.044*** 0.038*** 0.040***  0.021** 0.021** 0.021** 0.021** 

 (17.03) (12.92) (13.75)  (2.05) (2.06) (2.06) (2.07) 

ln 销售      0.021*** 0.021*** 0.021*** 

      (9.47) (9.47) (9.47) 

外资企业（是=1）       -0.002 -0.002 

       (-0.24) (-0.23) 

国有企业（是=1）        0.009 

        (1.58) 

纯出口哑变量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纯内销哑变量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 - - - 

城市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 - - -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49,042 349,042 349,042  349,042 349,005 349,005 349,005 

R 平方 0.001 0.261 0.263   0.082 0.083 0.083 0.083 

注：被解释变量为使用系统 GMM估计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数。第（1）至（3）列未控

制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第（4）至（7）列控制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标准误聚类于企业

层面，标准误聚类于企业层面，括号中显示稳健 t统计量。显著程度为*** 1%，** 5%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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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4）列在第（3）列基础上控制企业和年份双向固定效应，关键变量系数显著为

正。由于企业特性对企业生产率亦可能存在一定影响，如规模较大的企业生产率更高，国

有企业生产率较低（Chen et al.，2017）等，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控制企业特性。在第

（5）列中，进一步控制企业规模（企业销售对数）。与第（4）列相比，加入这一控制变

量几乎未改变经济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大小及显著性。在第（6）和第（7）列中，

我们又控制了外商投资企业哑变量和国有企业哑变量，经济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十

分稳健。 

（三）安慰剂检验 

稳健的回归结果表明，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然

而，一个潜在的挑战是，这一正向影响是否仅仅反映生产率更高的企业被选入经济开发区

内，而非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了排除这一可能性，我们进行与

Alder et al.(2016)类似的安慰剂检验。具体而言，我们构建企业进入经济开发区企业前一

年，企业进入经济开发区当年，和企业进入经济开发区之后年份三个哑变量。若生产率更

高的企业被有选择性地挑入经济开发区，那么若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企业

进入经济开发区前一年这一哑变量的系数应该显著为正，否则，企业进入经济开发区之后

年份的哑变量应显著为正，而其余两个年份哑变量系数应不显著。此外，我们需要剔除在

样本时间范围内自始至终都位于经济开发区内的企业。安慰剂检验的结果在表 3 中呈现。 

表 3 中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生产率。表 3第（1）列中，在控制年份固定效应，纯出口

企业和纯内销企业哑变量后，企业进入经济开发区前一年和企业进入经开区当年这两个哑

变量的系数，在统计意义上均不显著，这说明，国家级经济开发区设立过程中并没有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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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挑选进区内。更重要的是，在第（1）列中，企业进入经济开发区以后

的年份哑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确实存在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

用。在第（2）列中，我们在第（1）列的基础上又控制了企业规模，第（3）列在第（2）

列基础上控制了外商投资企业哑变量，第（4）列进一步控制国有企业哑变量，企业进入

经济开发区以后的年份哑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大小接近，回归结果稳健显示国家级经济

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提升作用。 

表 3 安慰剂检验 

因变量：企业生产率 (1) (2) (3) (4) 

进入经开区前一年（是=1） -0.004 -0.008 -0.008 -0.008 

 (-0.17) (-0.31) (-0.32) (-0.32) 

进入经开区年份（是=1） 0.023 0.017 0.016 0.016 

 (0.96) (0.70) (0.68) (0.68) 

进入经开区以后年份（是=1） 0.046** 0.039* 0.039* 0.039* 

 (2.16) (1.85) (1.83) (1.83) 

ln 销售  0.029*** 0.029*** 0.029*** 

  (14.73) (14.70) (14.69) 

外资企业（是=1）   0.011 0.011 

   (1.51) (1.51) 

国有企业（是=1）    0.003 

    (0.43) 

纯出口哑变量 是 是 是 是 

纯内销哑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48,191 348,154 348,154 348,154 

R 平方 0.001 0.002 0.002 0.002 

注：被解释变量为使用系统 GMM估计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数。标准误聚类于企业层

面，括号中显示稳健 t 统计量。显著程度为*** 1%，** 5%和 * 10%。 

（四）内生性问题 

如前文所述，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率先在沿海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兴起，而这些地

方的企业可能本就生产率较高，或者这些地方营商环境改善态势较好，有利于企业生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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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虽然前一部分的安慰剂检验已经排除了高生产率企业被选入经济开发区的可能，然而

依然不能完全克服国家级经济开发区选址内生性所带来的估计偏误。为解决这一内生性问

题，我们使用经济开发区内（以及地级市或直辖市行政区内经济开发区外）的企业到高速

公路的对数距离倒数的最小值，作为经济开发区哑变量的工具变量。选择该工具变量的合

理性在于，政府通常选择在交通基础设施附近建立经济开发区，而企业所在区域到高速公

路距离最小值对企业生产率没有系统影响。 

表 4 报告了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在表 4中，所有列均控制了企业规模，企业固定效

应，年份固定效应，纯出口企业哑变量和纯内销企业哑变量。在所有列中，Kleibergen-

Paap Wald 统计量和 Kleibergen-Paap LM 统计量均接近 500，说明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工

具变量与原变量具有较高相关性，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且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问

题。在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后，第（1）列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国家级经

济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影响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相比，关键变量系数变大，这说明，总

体而言，企业生产率与经济开发区哑变量之间不存在相互促进反向因果问题，否则关键变

量系数绝对值应下降。这与安慰剂检验所得出的结论一致。由此可知，包括遗漏变量偏误

在内的其它偏误是造成内生性的主要原因。若不克服内生性问题，则经济开发区对企业生

产率的正贡献将被低估。第（2）至（4）列控制更多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国家级经济开发

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始终存在。 

表 4 工具变量回归 

因变量：企业生产率 (1) (2) (3) (4) 

经开区内（是=1） 0.191** 0.192** 0.192** 0.192** 

 (2.17) (2.19) (2.18) (2.18) 

ln 销售  0.013*** 0.013*** 0.013*** 

  (6.36) (6.35) (6.35) 

外资企业（是=1）   0.004 0.004 

   (0.58) (0.59) 

国有企业（是=1）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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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纯出口哑变量 是 是 是 是 

纯内销哑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Kleibergen-Paap Wald 统计量 493 493 492.8 492.8 

Kleibergen-Paap LM 统计量 465.5 465.5 465.3 465.4 

样本量 261,597 261,597 261,597 261,597 

注：被解释变量为使用系统 GMM估计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数。标准误聚类于企业层

面，括号中显示稳健 z 统计量。显著程度为*** 1%，** 5%和 * 10%。 

对工具变量回归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呈现于表 5。表 5 中，第（1）列被解释变量为扩展

的 OP方法估计的企业生产率，第（2）列被解释变量为 LP方法估计的企业生产率，第

（3）至（5）列以系统 GMM 估计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均做

对数化处理。第（3）列和第（4）列分别以经济开发区内（以及地级市或直辖市行政区内

经济开发区外）企业到高速公路的对数距离最大值和中位数，作为企业是否位于经济开发

区内哑变量的工具变量。第（5）列使用 2000-2005 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所有列中，经济

开发区哑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稳健显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

作用。 

表 5 工具变量回归稳健性检验 

因变量：企业生产率 TFP OP   TFP LP   TFP GMM 

  (1)  (2)  (3) (4) (5) 

经开区内（是=1） 0.588***  0.405**  0.256* 0.442* 0.250* 

 (6.72)  (2.45)  (1.74) (1.72) (1.94) 

ln 销售 0.084***  0.868***  0.013*** 0.013*** -0.015*** 

 (47.78)  (296.00)  (6.35) (6.37) (-2.98) 

外资企业（是=1） -0.005  0.009  0.004 0.003 -0.002 

 (-0.84)  (0.76)  (0.56) (0.45) (-0.16) 

国有企业（是=1） -0.022***  -0.006  0.015*** 0.015*** 0.024*** 

 (-3.25)  (-0.44)  (2.59) (2.62) (3.03) 

纯出口哑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纯内销哑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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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Kleibergen-Paap Wald 统计

量 618.1  393  188.7 111.7 127.9 

Kleibergen-Paap LM 统计量 584.5  375.3  187.3 111.6 117.8 

样本量 413,842   320,911   261,600 261,600 39,262 

注：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数。第（1）列被解释变量为扩展的 OP 方法估计的

企业生产率，第（2）列被解释变量为 LP 方法估计的企业生产率，第（3）至（5）列以系

统 GMM估计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第（3）列和第（4）列分别以经

济开发区内（以及地级市或直辖市行政区内经济开发区外）企业到高速公路的最小距离和

距离中位数作为企业是否位于经济开发区内哑变量的工具变量。第（5）列使用 2000-2005

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标准误聚类于企业层面，括号中显示稳健 z 统计量。显著程度为*** 

1%，** 5%和 * 10%。 

（五）机制分析 

前文实证结果稳健地展示了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接着我们探

究经济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1. 政策效应 

我们首先检验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是否存在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效应。我们分

两步证明国家级经济开发区通过政策效应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首先，我们展示国家级

经济开发区内的企业税金低于经济开发区以外的企业。其次，我们的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税

金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 

在表 6中，我们将企业税金对数对经济开发区哑变量做二阶段回归。在所有列中，我

们控制纯出口企业和纯内销企业哑变量，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在第（1）列中，关键变量

前的系数为负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说明经济开发区内企业的税金确实更低。在第（2）列

中我们控制企业规模，第（3）列进一步控制外商投资企业哑变量，第（4）列又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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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列基础上加入国有企业哑变量，关键变量系数始终显著为负。 

表 6 经济开发区内企业的税金更低 

因变量：ln(1+企业税金) (1) (2) (3) (4) 

经开区内（是=1） -1.570*** -1.531*** -1.531*** -1.533*** 

 (-3.53) (-3.46) (-3.46) (-3.46) 

ln 销售  0.422*** 0.422*** 0.422*** 

  (38.16) (38.16) (38.17) 

外资企业（是=1）   0.003 0.004 

   (0.08) (0.11) 

国有企业（是=1）    0.155*** 

    (3.58) 

纯出口哑变量 是 是 是 是 

纯内销哑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Kleibergen-Paap Wald 统计量 493.7 493 492.7 492.8 

Kleibergen-Paap LM 统计量 466.1 465.4 465.2 465.2 

样本量 261,978 261,937 261,937 261,937 

注：被解释变量为使用系统 GMM估计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数。标准误聚类于企业层

面，括号中显示稳健 z 统计量。显著程度为*** 1%，** 5%和 * 10%。 

若要证明国家级经济开发区通过改善政策环境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那么我们还需

要证明企业税金对企业生产率存在抑制作用，我们在表 7中报告相关回归结果。 

企业税金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回归结果见表 7。表 7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所有列均控制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行业-年份固定效应，城市-年份固定效

应，纯出口和纯内销企业哑变量以及经济开发区哑变量。第二行为经济开发区哑变量的系

数估计值，它们均大于零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与上文回归结果一致。第一行记录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对企业税金对数的回归系数，我们发现，所有列中回归系数均小于零，在控制

企业规模后，企业税金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且大小接近。由此，我们得

出，企业生产率与企业税金存在负相关关系。 

表 7 企业税金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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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企业生产率 (1) (2) (3) (4)  

ln（1+企业税金） -0.002*** -0.002*** -0.002*** -0.002***  

 (-4.81) (-6.00) (-6.00) (-6.01)  

经开区内（是=1） 0.021** 0.021** 0.021** 0.021**  

 (2.03) (2.04) (2.04) (2.04)  

ln 销售  0.022*** 0.022*** 0.022***  

  (9.83) (9.83) (9.83)  

外资企业（是=1）   -0.002 -0.002  

   (-0.25) (-0.24)  

国有企业（是=1）    0.009  

    (1.57)  

纯出口哑变量 是 是 是 是  

纯内销哑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48,955 348,918 348,918 348,918  

R 平方 0.082 0.083 0.083 0.083  

注：被解释变量为使用系统 GMM估计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数。标准误聚类于企业层

面，括号中显示稳健 t 统计量。显著程度为*** 1%，** 5%和 * 10%。 

综合表 6 和表 7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平均而言，企业税金越低，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越高，而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内企业的平均税金更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更高。因此，国

家级经济开发区的设立改善企业生产经营环境，进而提高企业生产率。 

2. 集聚效应 

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内是否存在集聚效应？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着眼于经济开发区内

的企业，并设定如下回归方程： 

𝑙𝑛𝑇𝐹𝑃𝑖𝑗𝑐𝑡 = 𝛼 + 𝛽1 × 𝑍𝐹𝑁𝑖𝑡 + 𝑋𝑖𝑡𝜃 + 𝜏𝑖 + 𝜆𝑡 + 𝛾𝑗𝑡 + 𝜙𝑐𝑡 + 𝜖𝑖𝑡, 

其中，𝑍𝐹𝑁𝑖𝑡表示企业 i在 t 年所在经济开发区的企业数量。𝜏𝑖为企业固定效应，𝜆𝑡代表年

份固定效应，𝛾𝑗𝑡和𝜙𝑐𝑡分别表示行业-年份与城市-年份固定效应。𝑋𝑖𝑡为企业层面控制变

量。若集聚效应存在，我们应该观察到𝛽1显著为正。集聚效应回归结果报告见表 8。 

 如表 8所示，第一行表示经济开发区内企业个数𝑍𝐹𝑁𝑖𝑡的估计系数。在第（1）列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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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列中，我们控制企业纯出口哑变量，企业纯内销哑变量，行业-年份和城市-年份固定

效应，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从第（2）列起，每一列在前一列基础上分别进一步

控制企业规模，外资企业哑变量和国有企业哑变量。然而，在所有列中，经济开发区内企

业系数在统计意义不显著，且大小均接近于零，可以忽略，这说明经济开发区内不存在明

显的集聚效应。这与 Martin et al.(2016)的结论一致，也即若集聚效应存在，则企业自发形

成集聚，在非自发形成的企业群中，未必出现集聚效应。 

表 8 经济开发区内不存在集聚效应 

因变量：企业生产率 (1) (2) (3) (4) 

经开区企业个数 0.000 0.000 0.000 0.000 

 (0.77) (0.79) (0.83) (0.84) 

ln 销售  0.016 0.016 0.016 

  (1.23) (1.21) (1.21) 

外资企业（是=1）   0.045 0.045 

   (1.20) (1.21) 

国有企业（是=1）    0.021 

    (0.65) 

纯出口哑变量 是 是 是 是 

纯内销哑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8,206 28,196 28,196 28,196 

R 平方 0.075 0.075 0.075 0.075 

注：被解释变量为使用系统 GMM估计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数。标准误聚类于企业层

面，括号中显示稳健 t 统计量。显著程度为*** 1%，** 5%和 * 10%。 

（六）溢出效应 

与既往文献相似，本文亦关心经济开发区是否存在对经济开发区外企业的溢出效应。

为探究这一问题，我们设定与集聚效应类似的回归方程： 

𝑙𝑛𝑇𝐹𝑃𝑖𝑗𝑐𝑡 = 𝛼 + 𝛽1 × 𝑍𝑁𝑖𝑡 + 𝛽2 × 𝑍𝑁𝑖𝑡 × 𝑆𝐸𝑍𝑖𝑡 + 𝛽3 × 𝑍𝑁𝑖𝑡 × 𝑆𝐸𝑍𝑖𝑡 + 𝑋𝑖𝑡𝜃 + 𝜏𝑖 + 𝜆𝑡

+ 𝛾𝑗𝑡 + 𝜙𝑐𝑡 + 𝜖𝑖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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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𝑍𝑁𝑖𝑡表示企业 i在 t 年周围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数量。𝜏𝑖为企业固定效应，𝜆𝑡代

表年份固定效应，𝛾𝑗𝑡和𝜙𝑐𝑡分别表示行业-年份与城市-年份固定效应。𝑋𝑖𝑡为企业层面控制

变量。我们通过考察系数𝛽1来探究经济开发区的溢出效应。若存在正向溢出效应，我们应

该观察到𝛽1+𝛽2 × 𝑆𝐸𝑍𝑖𝑡
̅̅ ̅̅ ̅̅ ̅显著为正,其中𝑆𝐸𝑍𝑖𝑡

̅̅ ̅̅ ̅̅ ̅表示 𝑆𝐸𝑍𝑖𝑡哑变量的平均值。相关回归结果在

表 9 中呈现。 

表 9 第（1）列中，在控制企业纯出口哑变量，企业纯内销哑变量，企业固定效应和年

份固定效应后，企业周围经济开发区个数的系数显著为正，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说

明，经济开发区对企业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并且，经济开发区对非经济开发区内企业的溢

出效应更大。由于经济开发区哑变量平均值低于 0.1,不难发现𝛽1+𝛽2 × 𝑆𝐸𝑍𝑖𝑡
̅̅ ̅̅ ̅̅ ̅大于 0，因

此，平均而言，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存在正向溢出效应。此外，交互项系数虽小于零，但由

于企业周围经济开发区个数平均值小于 2，因此经济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依然为

正。第（2）至第（4）列中，相较于前一列分别进一步控制企业规模，外资企业和国有企

业哑变量，依然发现经济开发区溢出效应显著为正。 

表 9 经济开发区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因变量：企业生产率 (1) (2) (3) (4) 

企业附近经开区个数 0.024*** 0.025*** 0.025*** 0.025*** 

 (4.08) (4.20) (4.19) (4.18) 

企业附近经开区个数*经开区内（是=1） -0.169*** -0.173*** -0.173*** -0.172*** 

 (-4.91) (-5.02) (-5.03) (-5.02) 

经开区内（是=1） 0.633*** 0.642*** 0.642*** 0.641*** 

 (4.01) (4.07) (4.07) (4.06) 

ln 销售  0.014*** 0.014*** 0.014*** 

  (6.41) (6.40) (6.41) 

外资企业（是=1）   0.005 0.005 

   (0.76) (0.77) 

国有企业（是=1）    0.016*** 

    (2.69) 

纯出口哑变量 是 是 是 是 

纯内销哑变量 是 是 是 是 



22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Kleibergen-Paap Wald 统计量 202.5 202.8 202.8 202.9 

Kleibergen-Paap LM 统计量 393.4 394 394 394.1 

样本量 262,056 262,015 262,015 262,015 

注：被解释变量为使用系统 GMM估计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数。标准误聚类于企业层

面，括号中显示稳健 z 统计量。显著程度为*** 1%，** 5%和 * 10%。 

四、结论 

使用 2000-2005 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地理信息，本文

发现，平均而言，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积极影响。我们检验经济开

发区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四种机制，发现经济开发区内企业的“生产率溢价”并非由政府挑

选高生产率企业所致，经济开发区主要通过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更低税收）提升企业生

产率。从企业生产率视角出发，经济开发区内的集聚效应并不明显。为克服经济开发区选

址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使用经济开发区内（以及地级市或直辖市行政区内经济开发区外）

企业到高速公路的对数距离倒数的最小值，作为经济开发区哑变量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

主要结论保持不变。此外，我们还发现经济开发区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本文是国内首次使用微观数据与严格计量方法探究区域产业政策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

论文。基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本研究丰富细化对于区域产业政策效应的理解。着眼

于企业这一微观决策单元的表现，本文为评估中国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效果提供全新思路。

本文对政策实践的意义在于，政府应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如更低税收），从而促

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在经济开发区内的产业布局方面，相关部门应考虑如何有效促

进形成企业间集聚效应。此外，如何有效利用经济开发区的正向溢出效应，亦是政策制订

者应纳入考量范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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